池田澄江的中国情（1）
日本遗孤、中国归国者东京日中友好之会理事长池田澄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果，当时在中国的155万日本人不得不撤回日本。仓皇的撤退路上，有些人只好把刚刚生下的婴儿和无法走上远途的幼小的孩子托付给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当时留下的孩子就是如今的“日本遗孤”。
随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残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的调查开始了。自1981年首批遗孤访日调查团赴日开展血亲调查起，截止2018年12月31日，前后有20，917名遗孤及其家属回到日本永久定居。
记者日前在东京遇到的现任中国归国者•日中友好之会会长的池田澄江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
我是小日本鬼子？为什么偏偏是我？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繁华地段有个维新市场，徐明一家就住在市场附近。徐明是乖巧的女孩子，从小深受父母疼爱。徐明七岁那年，正在念小学一年级。有一天她跟小伙伴们一起，在影院观看一部抗日题材的电影。目睹着影片中日本兵的种种恶行，小徐明抑制不住内心的怒火。正在这时候，她察觉到有什么东西落到自己的头上。小徐明诧异地回头，同班的孩子们竟然开始打她，有的甚至往她脸上吐口水。
“日本崽子……”
“小日本鬼子……”
老师跑过来拉住了孩子们，那天多亏老师保护徐明才回到了家。一头雾水的小徐明哭着问妈妈：
“我为什么是小日本鬼子呀？”
没想到妈妈一点不吃惊，淡淡地说那不过是外号，把小姑娘紧紧地搂在怀里。
自打那天起，徐明感到乡亲们看她的目光都不一样了，小小的心感到颤栗，总是感到不安。到了1953年，小徐明八岁那年公安局派人过来了，直接问她的父母：
“你们的女儿是日本人吧？现在有了政策，日本人得遣返呢。”
当时，徐明的妈妈一口咬定不是，过了好多年妈妈才对徐明道出真情。
1945年8月，日本战败之后徐明的生母拖着五个孩子逃难到牡丹江日本难民收容所。当时小徐明才十个月，颠簸的逃难路上生母已经没有奶水了，为了救孩子的命，生母就去找一个姓李的木匠，跪下来求他救救自己的孩子。李木匠收留了孩子，后来就收500大洋（大洋：当时流通的银元的单位）将孩子卖给了不能生育的徐明的养父母。
徐明九岁那年，养父的生意黄了，家庭生活一落千丈。为了躲债，养父还消失了一段日子，留下来的两个母女开始品尝从未品尝过的辛酸。一天到晚为生计操心，还要受债主们逼迫，妈妈疲惫不堪，但她还是要把徐明拉扯大，不让她过自己这样的日子。养母大字不识一箩筐，可她一心要把女儿培养成识文断字的人，再苦再难，也没有中断女儿的学业。尽管不知道女儿写作业写点什么，妈妈还是夜夜陪着女儿写作业，等到孩子写完作业，才一起睡觉。
徐明没有辜负妈妈的真诚和期盼。小时候，孩子们骂自己“小日本鬼子”，是老师亲切地保护了她，当时一颗种子悄悄地播进小徐明的心田，长大了要当老师那样的教师。徐明的心愿实现了，她毕业了牡丹江师范学校，分配到海林林业局红旗林场西南岔林场小学，当上了一名人民教师，后来跟一名林场职工结婚，成了三个孩子的妈妈。
岁月静好，可徐明的心底镂刻着一句话，只要想起就辣辣地发痛——“小日本鬼子”。为什么我偏偏是日本人的孩子呢？
我到底是谁？
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第二年，在组织关怀下徐明调到了牡丹江市区。每到夜晚，徐明望着天花板上糊着的报纸上醒目的“中日”俩字，心中就泛起异样的波澜。还是在念小学的时候，她就背着人在地球仪上寻找过日本这个国家，现在埋在心底几十年的疑惑越来越膨胀了。
自己的亲父母，已经埋怨了半辈子，可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要遗弃自己？哪怕这点也想弄明白。当然，徐明担心自己寻找亲父母会伤了养父母的心，但又觉得养父母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要是真能找到亲父母，理应让他们报报养父母的大恩。徐明把自己的心思一股脑儿倾诉给不是亲娘胜似亲娘的养母。养母当即领着徐明去找离他们的老家不大远的李姓木匠家。可是，早已物是人非，李木匠不住在那里，自然就不会找到什么线索。
1980年，有位日本记者访问牡丹江，了解到徐明的事情，回去就写了一篇报道。不久，日本北海道一位姓吉川的老人来了联络。当时正好是对残留日本人的调查重启的时期，残留日本人和国内有着相似经历的人有了通信往来，好些遗孤纷纷访问日本进行最后的确认。应吉川老人的邀请，徐明获得为期六个月的探亲签证，于1981年7月24日领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前往日本。
来到北海道，在办理认亲手续的过程中，日本政府认为证据不大充分，要求进行DNA鉴定。三个月后结果出来了，竟然是亲子关系不成立。吉川老人顿时翻脸不认人，徐明成了编造假证据的骗子。吉川老人整天醉醺醺的，见人就骂，见东西就砸，要把徐明一家赶出去。这可愁死了徐明。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要是一个人的话可以头都不回地离开，但毕竟领着三个孩子呀。要是就这样回去，孩子们就会被当作“冒充遗孤”的人的孩子，叫人戳戳点点，徐明真心忧虑着孩子们的将来。
总得离开吉川家，徐明去找北海道法务部，没想到得到的答复是日本不承认中国法院颁发的日本血统孤儿证明。因此，要是得不到亲子鉴定就得在签证有效期内回国，以免被强行遣返。听了这样冷冰冰的回答，徐明一时感到无语。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此话还真是不假。徐明冷不丁想起了亲子鉴定过程中提供翻译服务的翻译事务所。当时也没记住地址，只是朦胧记得大厦名。徐明打车到了大厦，找到了那家事务所。靠着事务所热心人的帮助，徐明找到了北海道中国领事馆，向他们倾诉了自己的处境。领事馆当即给吉川家打了电话，严正声明“徐明现在仍然是中国公民。领事馆有着保护中国公民的责任。你要是对徐明有一丝一毫的损害，我们不会客气的。”领事馆还为徐明找到了可以居住一个月的房子。
承蒙中国领事馆的帮助，徐明于1981年12月17日抵达东京。来到东京，前路仍茫茫，徐明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由自主地彷徨在大街上。
岁末的一天，在灯火辉煌的东京的大街上有个孱弱的女人领着三个孩子在彷徨，活脱脱是现代版“卖火柴的小姑娘”。拖着三个幼小孩子的日本人遗孤的可怜又凄凉的模样，被《朝日新闻》记者的镜头捕捉到，登上了12月22日的报端，霎时传遍全国。
“徐明事件”轰动了日本。樱花共同法律事务所的律师河合弘之站了出来，自愿帮助徐明和她的孩子们。经过一番曲折，1982年6月2日，徐明成了第一位未能找到亲父母而取得日本国籍的日本人遗孤。
这位妈妈以徐明的名字活了37年，如今她采用了真心实意帮她的翻译人员的姓“今村”，留下了养父母起的名字的“明”字，在户籍上登记了“今村明子”这样一个新名字。（2692字）
